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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唐宋时期，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乡饮酒礼的 “宾贡”职能一度凸现，

“宾贡”仪式独占了乡饮酒礼之名，而 “尊德尚齿”的乡饮仪式则名为正齿位。此后，

“宾贡”乡饮酒礼逐步转化为科举制的配套仪式 “鹿鸣宴”，进而脱离乡饮酒礼的范畴。

在此过程中，乡饮酒礼渐趋缩小为以 “尊德尚齿”为主旨的基层社会的礼仪仪式，并进

一步发展为地方儒林盛事，在维系基层社会秩序的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 乡饮酒礼 鹿鸣宴 宾贡 尊德尚齿

乡饮酒礼为中国古代延续千年的礼仪，从先秦直至明清，始终未脱离人们的视

线。尤其是明清时期，乡饮酒礼在建立基层社会秩序、推行礼仪教化方面的作用，更

加受到关注。然乡饮酒礼自先秦礼文到明清时期基层社会中的推行实践，却存在着一

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古代乡饮酒礼的 “宾贤”功能一度凸现，进而

演化成为贡举鹿鸣宴，自乡饮酒礼范畴中脱离出去，乡饮酒礼逐步定位于基层社会组

织中 “尊德尚齿”的宴饮仪式。这种变化正是在唐宋时期。

关于中国古代乡饮酒礼的仪制，已有学者进行过探讨，例如，杨宽论述过乡饮酒

礼的特点、起源及其功用等，① 余嘉锡探讨过汉晋间乡饮酒礼实施情况。② 此外，姚

伟钧、曾佩芬亦对乡饮酒礼的源起、仪式化及其形式、作用意义进行过论述，等。③

对唐、宋时期的乡饮酒礼，也有不少研究成果，如高明士在针对隋唐教育制度、贡举

制度的研究论述中，对隋唐乡饮酒礼制度多有讨论，特别是曾专门撰文重点探讨过隋

唐乡饮酒礼的建制过程、乡饮酒礼的内容包括实施对象与地点、行礼的时间和具体实

施的礼仪等，是有关隋唐建制和实施乡饮酒礼研究的重要论著。④ 曾我部静雄则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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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古礼所见之乡饮酒礼入手，探讨唐代的乡饮酒礼与日本的乡饮酒礼，并由此进一步

论述日本的贵族政治。① 游自勇也对汉唐时期乡饮酒礼发展演变作过研究，提出了乡

饮酒礼在汉唐时期地位不断提升，最终进入国家祭祀体系，载入礼典，完成了礼制化

过程。② 此外，申万里也讨论过宋、元两代的乡饮酒施行情况，③ 等等。需要指出的

是，这些有关唐、宋时期乡饮酒礼的研究成果，或者以汉唐为研究时段，或者以隋唐

为研究时段，亦有以宋元作为研究目标，惟其对乡饮酒礼在唐宋时期演变的关注明显

阙略，尤其针对由唐至宋鹿鸣宴自乡饮酒礼概念范畴中剥离的问题更是尚未引起注

意。本文正是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贯通唐宋的 “长时段”为视角，力求清

晰地梳理乡饮酒礼的演变脉络，以深入分析唐宋礼制发展的趋势特征。

一 “宾贡”职能的凸显与正齿位礼的独立:
唐代乡饮酒礼的演变

乡饮酒礼本为周代行之于乡学之中的宴饮礼节，实际起源于氏族聚落的会食中，

以正齿、尊长和养老等为主旨。周代乡饮酒礼作为维护贵族统治的一种手段，行于乡

学之中，另外也有天子举行于国都辟雍者，但并非常态。今人所见乡饮酒礼文载于
《仪礼·乡饮酒礼》、《礼记·乡饮酒义》以及 《周礼·地官乡大夫》等典籍之中。根

据 《仪礼·乡饮酒礼》，其仪节大致包括: 请迎宾客之礼 (谋宾、戒宾、速宾、迎宾

之礼)、献宾之礼 (主宾之间的献、酢、酬，主介之间的献、酢，主人献众宾)、作

乐 (升歌、笙奏、间歌、合乐)、旅酬、无算爵及无算乐、送宾及其他。上述礼节之

中，以献宾之礼为最重要，用来表示对宾客的尊敬。④至于乡饮酒礼举行的时间，《仪

礼·乡饮酒礼》和 《礼记·乡饮酒义》语焉不详。唐孔颖达著 《礼记正义》认为:

周代乡饮酒礼在四种情况下举行，一则乡大夫三年宾贤能，二则乡大夫饮国中贤者，

三则州长习射饮酒，四则党正蜡祭饮酒。⑤按此，乡饮酒礼的举行时间，三年大比之

时举行宾贤能之礼，常在正月; 州长习射饮酒，于春秋行之; 党正饮酒以正齿位则是

在季冬 (十二月) 蜡祭之时; 唯乡大夫饮国中贤者，则似无常时。由此推之，“乡则

三年一饮，州则一年再饮，党则一年一饮”⑥。然周代乡饮酒礼是否全按此举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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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记载的缺略而不能得知。杨宽即认为: 孔颖达此论乃根据 《周礼》立说，周代

是否按此实行，实有可疑。①

周人重视乡饮酒礼，孔子亦曾云: “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行乡饮酒礼

而能教化推行、礼行于乡，皆在于乡饮酒礼具有 “宾贤能”与 “尚齿”这两项基本

的功能。贾公彦引郑玄注云: 乡饮酒礼乃 “诸侯之乡大夫，三年大比，献贤者、能

者于其君，以礼宾之，与之饮酒。”② 孙希旦 《礼记集解》之 “乡饮酒义”中亦云:

《礼记·乡饮酒义》本自 《仪礼·乡饮酒礼》，而 《仪礼》所据 “是诸侯之乡大夫三

年宾贤能之礼也”。亦明确指出乡饮酒礼为 “宾贤之礼”。值得注意的是，《礼记·乡

饮酒义》在引 《仪礼·乡饮酒礼》之文而 “释之”后，却在阐发乡饮酒 “礼义”之

际，明确 “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 “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

十者六豆”③ 等仪节，以 “专明党正正齿位之礼”④。显然，其所阐发的乡饮酒的
“礼义”重点不在于宾贤能，而重点在于突出明尊长、明养老以成孝悌。通过乡饮酒

礼 “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等仪节使民知尊长养老、明尊卑长幼之序，以维持统

治秩序。

周人是否如孔颖达之说定时举行乡饮酒礼，尚有可疑，但是乡饮酒礼文因载入三

礼典籍而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却是毋庸置疑。尤其推行乡饮酒礼明尊卑长幼之序、

尊老尚齿以成孝悌的礼义，因为 《礼记·乡饮酒义》的着重阐发而得到更多的关注。

例如，汉昭帝始元六年盐铁会议，论辩者即有曰 “乡饮酒之礼，耆老异馔，所以优

耆耄而明养老也。”⑤ 《白虎通德论》卷上 《乡射》亦云: “所以十月行乡饮酒之礼

何? 所 (以) 复尊卑长幼之义。春夏事急，浚井次墙，至有子使父，弟使兄，故以

事闲暇，复长幼之序也。”东汉时地方郡国学校十月举行乡饮酒礼，遵循的正是尊老

尚齿、明长幼之序以正齿位之说。⑥西晋武帝、惠帝时曾亲自于辟雍举行乡饮酒礼，

咸宁三年皇太子莅临辟雍，亦行乡饮酒礼。西晋中央辟雍举行乡饮酒礼，所强调的正

是尊卑长幼的秩序，“表明统治者对这种礼仪的重视和对其社会功能的肯定”⑦。北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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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太和十一年十月曾颁诏曰: “乡饮礼废，则长幼之叙乱。孟冬十月，民闲岁

隙，宜于此时导以德义。可下诸州，党里之内，推贤而长者，教其里人，父慈、子

孝、兄友、弟顺、夫和、妻柔。不率长教者，具以名闻。”①其诏文正表明推行乡饮礼

以教民知尊老正齿、明尊卑长幼之序。隋初定制，国子寺 “年别一行乡饮酒礼”，州

郡县亦每年于学一行乡饮酒礼。② 显然，隋初在兼采北齐以及南朝齐、梁礼制之际，

也整合了汉晋以来的乡饮酒礼，在中央国子寺 (隋代中央无辟雍) 和地方州郡县学

校岁行乡饮酒礼，以尊老尚齿，成为常典。③

汉代以来，乡饮酒礼 “尊老尚齿”之意始终得到关注，而另一方面，乡饮酒“宾

贤”之意也并未被忽略遗弃。汉代州郡举送人才之时，即有 “以礼发遣”的仪式，

正是周代乡饮酒礼 “宾贤能”之意的延续。④至于隋代，开皇七年实施贡举时，又规

定各州贡士须于州学举行 “宾贡之礼”⑤。而此亦显然秉承周代乡饮酒礼之 “诸侯之

乡大夫，三年大比，献贤者、能者于其君，以礼宾之”的礼义，是地方贡士之时举

行的 “宾贤能”的礼仪。⑥ 由此而言，汉代以来，乡饮酒礼 “尊老尚齿”和 “宾贤

能”这两种礼义都得到了延续。然值得注意的是，从文献记载来看，由汉至隋，无

论是东汉以下举士 “以礼发遣”，还是隋代贡举之际的 “宾贡之礼”，同样未明确称

其礼为 “乡饮酒”。而文献中所称之乡饮酒礼者，皆为 “尊老尚齿”之仪式。显然，

这表明汉隋之际乡饮酒礼 “尊老尚齿”之礼仪在事实上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同时是

否可以由此推测，汉代以来 “乡饮酒”已经更倾向于 “尊老尚齿”之意了呢?

乡饮酒礼在唐初即得到重视。唐太宗贞观六年诏曰: “比年丰稔，闾里无事。乃

有惰业之人，不顾家产，朋游无度，酣宴是耽，危身败德，咸由于此。每览法司所

奏，因此致罪，实繁有徒”。革兹俗弊 “当纳之轨物，询诸旧章”，“可先录乡饮酒礼

一卷，颁行天下”，要求州县长官每年 “亲率长幼，齿别有序，递相劝勉，依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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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庶乎时识廉耻，人知敬让”①。贞观六年颁行的乡饮酒礼是 “询诸旧章”，可能

是录自先秦礼仪，亦或参以隋代之制。② 以针对乡闾鄙俗，在乡里闾里推行教化，使

长幼齿别有序，人知敬让。

又据 《新唐书·韩思彦附韩琬传》记载，韩琬举茂才，名动里中，“刺史行乡饮

饯之，主人扬觯曰: ‘孝于家，忠于国，今始充赋，请行无算爵。’儒林荣之。”韩琬

举茂才，刺史 “行乡饮饯之”，此仪式当与隋代 “宾贡之礼”相同，有宾贤能、以礼

发遣之意。韩思彦为高宗时人，韩琬举茂才时间可能在武则天时期。韩琬举茂才，州

的最高长官刺史行乡饮饯行，这是让读书人感到荣耀的仪式。据 《通典·选举三·

历代制下》云: “长安二年，教人习武艺，其后每岁如明经、进士之法，行乡饮酒

礼，送于兵部。”《新唐书·选举志上》亦记载: 长安二年，武则天始置武举，其中

举者 “亦以乡饮酒礼送兵部。”显然在长安二年设立武举之前，乡饮酒礼 “宾贤能”

之礼义就已与科举贡士结合在一起了，唐代地方已经在贡举人时举行乡饮酒礼饯行之

制了。或者可以认为，隋代 “宾贡”亦即是唐代乡饮酒贡士之滥觞。其仪式，据
《新唐书·选举志上》载: “长吏以乡饮酒礼，会属僚，设宾主，陈俎豆，备管弦，

牲用少牢，歌 《鹿鸣》之诗，因与耆艾叙长少焉。”另从韩琬的事例中，还可以看

到，有主人扬觯赞辞，以示庆贺。这种突出 “宾贡”饯行之意的仪式与贞观六年诏

令中强调的 “州县长官，亲率长幼，齿别有序，递相劝勉”的仪式有着明显差别，

但是，二者皆明确称为 “乡饮酒礼”，这与汉隋时期又显然不同。这一局面的出现，

就容易使人产生疑惑: 是否这就表明贞观六年颁行的乡饮酒礼至此已经发生变化了

呢? ③ 之所以容易产生这样疑惑，在于唐隆元年，朝廷再次颁发了推行乡饮酒礼的诏

令。睿宗复位不久，即唐隆元年七月十九日敕，“乡饮酒礼之废，为日已久，宜令诸

州每年遵行乡饮酒礼。”④ 要求各州遵行乡饮酒礼。另 《诫励风俗敕》中亦云 “乡饮

礼废，为日已久，尊德尚齿，弘益极深，宜令诸州，每年遵行乡饮之礼，令有劝

慕。”⑤此中所指乃是乡饮酒礼推行效果不好，因此在朝廷意图诫励风俗重建秩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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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唐会要》卷二六 《乡饮酒》，北京，中华书局，1955 年，第 498 页。

游自勇 《汉唐时期 “乡饮酒”礼制化考论》认为，此 《乡饮酒礼》一卷，可以推测是损益 《仪礼》所
载而成。高明士 《论隋唐学礼中的乡饮酒礼》认为: 此乡饮酒礼制 “当来自隋礼 (开皇礼)，间接或
来自先秦礼经 ( 《仪礼·乡饮酒礼》、 《礼记·乡饮酒义》)，详情不明，至少不是贞观新编而成的礼
仪。”

游自勇 《汉唐时期 “乡饮酒”礼制化考论》认为 “上距贞观年间并不远，或许太宗的诏令得到了贯
彻。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例子明确表明举行乡饮酒礼的目的，已经和太宗时期有了重大的转变，是与贡
举联系在一起了。”
《唐会要》卷二六 《乡饮酒》，第 498 页。
《唐大诏令集》卷一一○，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第 570 页。又 《全唐文》 (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 卷一九 《申劝礼俗敕》，云“乡饮礼废，为日已久，尊德尚齿，宏益极深，宜令诸州，每年遵
行乡饮之礼，令有劝慕” (第 222 页)。



际，才会再强调乡饮酒。敕文明确强调 “尊德尚齿”，却并未言及贡举，似与贡举之

际 “宾贡”饯行之乡饮酒又不相同。及开元六年七月十三日，唐玄宗颁诏云: “初颁

乡饮酒礼于天下，令牧宰每年至十二月行之。”①言 “初颁”，则此礼仪当为新编。此

次颁行亦未言及贡举。我们注意到，开元六年诏令规定每年十二月即季冬之月举行乡

饮酒仪，如前文所述，《周礼》中已有党正季冬 (十二月) 蜡祭之时饮酒以正齿位之

说，开元六年诏令显然由此而来。也恰恰是这一时间规定，使我们得以进一步辨析此

前同称为 “乡饮酒礼”者，其实质却是 “尚齿”与 “宾贡”二者轮番出现的混扰。

“每年十二月行之”，这一时间与唐代诸州贡举的时间截然分开。唐制，贡举是以州

为发遣单位，举子考试合格后，“每年十月随物入贡”②。诸州乡贡举子，由朝集使贡

于尚书省，这就是随物入贡。③按 《唐六典》卷三 “户部郎中员外郎”规定，凡天下

朝集使皆须在十月二十五日至京城，十一月一日赴朝见。由此推断，诸州 “宾贡”

饯行的乡饮酒礼需要在十月初甚至在十月之前举行，尤其是南方诸州，路途遥远，

“宾贡”时间可能更早。④因此，开元六年颁布的 “令牧宰每年至十二月行之”的乡饮

酒礼，显然与诸州 “宾贡”饯行无关，而是对应贞观六年诏令中州县长官 “亲率长

幼，齿别有序，递相劝勉”的尊老尚齿的仪式。

针对唐前期乡饮酒礼 “尚齿”与 “宾贤”二者，有学者指出，形势不同侧重点

也就不同。⑤此观点显然不能解释这样的事情，开元六年诏令乡饮酒礼 “每年至十二

月行之”，而开元十九年四月又诏“诸州宾贡武举人，准明经进士，行乡饮酒礼”⑥。

在强调尊德尚齿的乡饮酒仪式的同时，朝廷仍在执行诸州宾贡的乡饮仪式。由此而

言，唐初以来的乡饮酒礼其实一直都存在着两个路线或者说两种思路，这也是对汉代

以来乡饮酒礼 “宾贤”与 “正齿”两种礼义的延续。一是 “以礼发遣”的宾贡之礼，

诸州行乡饮饯送乡贡; 二是遵循 “尊德尚齿”礼义，州县举行乡饮以劝导孝悌。“宾

贡”与 “尚齿”两种仪式，是同时存在的，虽皆称以 “乡饮酒礼”，实质却是 “同名

异实”。由此来考虑，唐代有关 “乡饮酒礼”的诏令或事例中忽而以 “尊德尚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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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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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会要》卷二六 《乡饮酒》，第 498 页。
《唐摭言》 (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 卷一 《统序科第》载: “武德辛巳岁四月一日，敕诸州学士及
早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其合格，每年
十月随物入贡。斯我唐贡士之始也。” (第 1 页)

吴宗国: 《唐代科举制度研究》，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45 页。
《全唐文》卷五九六 《泉州刺史席公宴邑中赴举秀才于东湖亭序》中即云: 德宗贞元癸酉岁 (九年)，

邑有秀士八人，“秋七月，与八人者乡饮之礼既修” (第 6026 页)。

游自勇 《汉唐时期 “乡饮酒”礼制化考论》言: “唐初的乡饮酒礼还在 ‘尚齿’与 ‘尚贤’之间徘徊，

形势不同，侧重点也不一样。太宗、睿宗时期关注的是社会秩序的稳定，因而重在 ‘尚齿’; 高宗、武
则天时期大兴科举，士子受到更大关注，因而重在 ‘尚贤’，乡饮酒礼与贡举制度的结合应是在这个
时期。”
《唐会要》卷二三 《武成王庙》，第 435 页。



主旨、忽而以 “宾贡”饯行为目的的混扰也就很容易解答，不成为问题了。开元十
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疏云: “窃见乡饮酒礼颁于天下，比来惟有贡举之日，略用
其仪。闾里之间，未通其事。”①若无前文已分析的结果即乡饮酒礼有两个仪式，显然
我们很容易根据这段话得出结论: 唐代乡饮酒礼未能得到推行。其实，此奏议却让我
们明确这样一个问题: 宾贡饯行的乡饮酒礼，因为贡举制度的实施而成为常典; 父老

百姓劝遵行礼、言及孝子养亲的乡饮酒礼仪式，虽然屡有朝廷诏令 (贞观六年、唐
隆元年、开元六年) 却施行不佳。

及开元十九年四月十八日，唐玄宗诏令 “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置太公庙一所”，
“诸州宾贡武举人，准明经进士，行乡饮酒礼”②。姜太公庙春秋祭祀，除用武舞之
外，其余礼数亦如文宣王。至此，唐代文祭文宣王、武祭姜太公的文、武两个祭祀体
系正式确立。而诸州宾贡武举人亦如明经进士行乡饮酒礼的规定，则表明唐代文、武
取士皆用乡饮酒以 “宾贡”饯行，由此与贡举配套的 “宾贡”乡饮酒仪式进一步得
到了巩固。结合裴耀卿的奏议，我们也就有理由认为，无论是在地方官的实践中，还
是在唐朝的制度体系中，这一时期乡饮酒礼的 “宾贡”意义显然更为凸现。而这一
时期也正是唐朝廷编修官方礼典 《大唐开元礼》之际。开元十四年，唐玄宗颁诏详
议制定朝廷礼典，右丞相张说上疏否定 “改撰 《礼记》，削去旧文，而以今事编之”

的朝臣奏议，奏请曰: “今之五礼仪注，贞观、显庆两度所修，前后颇有不同，其中
或未折衷。望与学士等更讨论古今，删改行用。”③ 唐玄宗颁制从其奏议，“折衷”唐
太宗时期修订的 《贞观礼》和唐高宗时期修订的 《显庆礼》，以编撰开元礼典。至开
元二十年九月，新礼成，一百五十卷，名曰 《大唐开元礼》，颁所司行用。正是在此
礼典之中，“沿为故事”④ ，以 “宾贡”之礼定名为乡饮酒，而将 “尚齿尊老”之仪
式定名为 “正齿位”，将此前同称为乡饮酒礼的二者正式区别开来。

乡饮酒礼被正式纳入 《大唐开元礼》之中，完成了它礼制化的过程。而宾贡之
仪，在开元礼典之中得以独专乡饮酒之名，正与唐代朝廷对贡举制度的重视直接相

关。科举制度成为定制之前，朝廷征举士人，地方 “以礼发遣”是古乡饮酒礼的遗
意，唐代科举地位固定下来，也附带着将 “宾贡”举贤能仪式的地位提升起来，进
而独占了乡饮酒礼之名。可以说，乡饮酒礼与科举 “宾贡”的结合，正是 《大唐开
元礼》完全予以明确的。《大唐开元礼·嘉礼》“乡饮酒”，开篇即云:

乡饮酒之礼，刺史为主人。此谓贡人之中有明经、进士出身，兼德行孝弟灼然显著、

旌表门闾及有秀才者，皆刺史为主人。若无此色，皆判司摄行事。先召乡之致仕有德者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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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唐文》卷二九七 《请行礼乐化导三事表》，第 3011 页。
《唐会要》卷二三 《武成王庙》，第 435 页。
《旧唐书》卷二一 《礼仪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818 页。

任爽: 《唐代礼制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120 页。



之。贤者为宾，其次为介，又其次为众宾，与之行礼，而宾举之。介以下无其人
则阙。①

其 “正齿位”篇则云:

每年季冬之月，县令为主人。乡之老人年六十以上有德望者一人为宾，次一

人为介，又其次为三宾，又其次为众宾。②

“正齿位”仪中更规定，“宾以下，年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

者及主人皆六豆”。宾、主燕饮，毕，司正扬言: “朝廷率由旧章，敦行礼教，凡我

长幼各相劝勖，忠于国，孝于亲，内穆于闺门，外比于乡党。无或愆惰，以忝

所生。”③

有学者提到 《开元礼》之乡饮酒与正齿位仪式基本相同，只是实施的场合不同。

《新唐书·礼乐志》录自 《开元礼》，其中亦云: 正齿位仪式 “其大抵皆如乡饮酒

礼”。笔者比较了 《大唐开元礼》之 “乡饮酒”与 “正齿位”仪，二者皆有迎宾、

宴宾之礼，且歌曲相同，又皆有送宾之礼。其宴宾的仪式主要有: 主人献宾 (主人

先取爵献宾，宾取爵还敬主人，主人酬宾)、主人献介 (主人取爵献介、介还敬主

人)、主人献众宾 (主人向众宾献酒，众宾之长三人代表拜受饮酒，正齿位礼为三

宾，其余众宾随之饮酒)，作乐 (先升歌: 乐工四人于堂上歌 《鹿鸣》，后笙入，立

于堂下，奏 《南陔》，再次间歌: 堂上升歌 《南有嘉鱼》与笙奏 《崇丘》相间而作，

最后合乐，《周南关雎》、《召南鹊巢》)，旅酬 (主人为安宾继续饮酒，命相做司正，

行旅酬之礼。由宾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众宾，众宾按长幼之序相递酬)，无算爵
(宾主坐，举爵饮酒，不计数，醉而后止)，无算乐 (乐工奏唱，不计其数，尽欢而

止)④。这些仪式主要从 《仪礼·乡饮酒礼》沿袭而来，显示着乡饮酒礼的古意。但

二者亦有明显区别，大致有四点。一主人: 乡饮以诸州刺史为主人或判司摄行事，正

齿则诸县令为主人。二时间: 诸州乡饮酒礼在贡举之时，诸县正齿位则季冬十二月。

三宾介: 乡饮酒礼以贡人中贤者为宾、其次为介、又其次为众宾，介以下无其人则

阙; 正齿位礼则以乡之老人年六十以上有德望者一人为宾、次一人为介、又其次为三

宾、又其次为众宾。四仪式: 乡饮酒有戒宾，正齿位无戒宾; 乡饮酒无司正祝辞，正

齿位有司正祝辞; 乡饮酒礼有进羞，正齿位无进羞。这些区别反映出两种仪式的特

点，表明二者已经成为各自具有独立职能的两种礼仪。“乡饮酒”明确定位为诸州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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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开元礼》卷一二七 《嘉礼·乡饮酒》，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年，第 603 页。 《新唐书·礼乐
志》中乡饮酒之礼部分乃抄自 《大唐开元礼》。
《大唐开元礼》卷一二八 《嘉礼·正齿位》，第 606 页。
《大唐开元礼》卷一二八 《嘉礼·正齿位》，第 608 页。
《通典》 (王文锦等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88 年) 卷一三○ 《开元礼纂类·嘉礼·乡饮酒正齿位
附》中注文云 “正齿位又无算乐”，乃指 “乡饮酒”不设 “无算乐” (第 3346 页)。然据 《大唐开元
礼》所载，乡饮酒礼中设有此仪，则杜佑之说有误。



举之时官长宾礼贡人 “进贤能”的礼仪，而 “正齿位”则是由县令宴饮众老的 “序
尊卑长幼”的仪式。由此，宾贡乡饮酒与正齿乡饮酒不再含糊于 “同名异实”的状

态，在官方礼典中得到明确区分。正式确认了正齿位礼的独立，以及乡饮酒礼与科举
“宾贡”仪式的结合。

贡举是以州为发遣单位，所以宾贡乡饮酒礼要在诸州举行。开元二十五年三月，

唐玄宗又诏敕 “应诸州贡人，上州岁贡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必有才行，不

限其数。其所贡之人，将申送一日，行乡饮酒礼。牲用少牢，以现物充”①。具体规
定了 “牲用少牢”。 《唐六典》卷三○“上州中州下州官吏”功曹、司功参军条云
“ (诸州) 凡贡人行乡饮酒之礼，牲用少牢”。《大唐开元礼》颁行后，二十五年诏令

及 《唐六典》的规定，再从制度文本的角度给予 “宾贡”乡饮酒礼确认和固定。值
得注意的是，《大唐开元礼》不仅反映出 “宾贡”仪式独专乡饮酒之名，也表现出正

齿位礼的 “县级化”。清人秦蕙田著 《五礼通考》卷一六七 《乡饮酒礼》中曰: “乡
饮酒之礼见于经传者有四……汉制郡国行乡饮酒礼，盖用正齿位之说，魏晋以下间或

行之，唐兼采二说。宾兴贤能则以刺史或上佐为主，其制皆仿于古而小损之……正齿
位则行于冬季，主人以县令为之，复降杀其礼。”唐代 “兼采”古乡饮酒礼之宾贤能

和正齿位两种礼义，将宾贡进贤之仪式归于州，由刺史或上佐为主; 将尊老正齿之仪

式归于县，由县令为主，这些都在 《大唐开元礼》中得到明确规定。我们注意到，

隋代定制，地方州、郡、县学校皆行乡饮酒，以尊老正齿; 唐贞观、开元六年的诏令

之中，也是强调州、县牧宰皆行乡饮礼仪、齿别长幼以行教化; 而唐代以后，南宋时
期尊老尚齿的乡饮酒礼仪式亦明确规定州、县两级举行。由此而言，显然只有开元礼

典中强调正齿位之礼行于县里，追溯其因，或许源于周代 “党正蜡祭饮酒”之古义。

但似乎我们更有理由认为，这是礼典修撰过程中厘清和明晰此前乡饮酒礼 “同名异

实”混乱状态的一种手法，将乡饮酒礼的两种路线确定为州、县两级。因为州里举
行宾贡乡饮酒礼，而县里不必举行其仪，于是就在县里举行正齿位之礼。但诸州
“宾贡”之外不再有 “尚齿”之礼，从礼仪教化、敦睦风俗的角度来看，无疑是一种

缺漏。
《大唐开元礼》从礼典的角度明确了 “乡饮酒”与 “正齿位”的分离，但在礼典

之外仍有混扰之处。开元二十七年修撰完成进上的 《唐六典》中规定，凡诸州贡人，
“行乡饮酒之礼，牲用少牢”②; 京畿及天下诸县令之职又有: “每岁季冬之月，行乡

饮酒之礼，六十已上坐堂上，五十已下立侍于堂下，使人知尊卑长幼之节。”③ 而显
然抄录自 《唐六典》的 《新唐书·百官志四下》亦云: 县令掌导风化，“每岁季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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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会要》卷二六 《乡饮酒》，第 499 页。
《唐六典》卷三○ 《上州·中州·下州官吏》，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第 748 页。
《唐六典》卷三○ 《京县·畿县·天下诸县官吏》，第 753 页。



行乡饮酒礼”。 《唐六典》将县令主持的 “正齿位”礼与诸州举人仪式依旧皆称为
“乡饮酒礼”。可见，开元礼典中虽然将诸州宾贡的 “乡饮酒”与诸县尊德尚齿的
“正齿位”区分开来，解决了唐代前期乡饮酒礼 “同名异实”的问题，但这只是礼典
修撰层面的区分、定位，礼典之外仍然含糊，并没有将之明确区分开来。杜佑修撰
《通典·开元礼纂类》中有 “乡饮酒礼正齿位附”条，指明两礼仪式差异之处，如主
人、宾介选择、戒宾有无以及司正宣言等处，皆有文字说明。 “以类相从、礼异加
注”①，是杜佑编 《开元礼纂类》的修撰方式。也就是说，在杜佑看来，虽然 “正齿
位”与 “乡饮酒礼”在 《开元礼》中分开，其实二者还是一类礼仪。又如 《新唐
书·礼乐志》也认为 “正齿位”仪式 “大抵如乡饮酒礼”。而这种含糊状态在地方官
的施政实践中也有所表现。例如，李栖筠为常州刺史时，“大起学校，堂上画 《孝友
传》示诸生，为乡饮酒礼，登歌降饮，人人知劝”②。此处乡饮酒礼，因其方 “大起
学校”，应该不是贡举之际举行的宾贡饯行仪式，而是刺史举行的以尊德尚齿、序长
幼尊卑为主旨的正齿位礼仪。或者是没有宴请父老高年以饮酒正齿，只是以学生为主
的劝导孝友的宴饮仪式。显然，《大唐开元礼》对唐初以来的乡饮酒礼的两种路线给
以确定，凸现了 “宾贡”乡饮酒礼仪的地位。但是，其制定颁行之后，非宾贡职能
的宴饮仪式仍然保持着乡饮酒礼的称谓，并未因为这种将乡饮酒礼之名定于宾贡仪式

的做法而受到影响。这种情况的出现，显然不能忽视的是汉代以来的乡饮酒礼以尊老
尚齿为主旨的概念倾向的影响。

如前所述，因为与科举制度的结合，宾贡乡饮酒礼在诸州贡举之际得到了遵行。

但是，也正是因为与科举的结合，宾贡乡饮酒礼失去了其独立性，演变成为诸州举人

的配套仪式。诸州无举人，则宾贡之仪不行。例如，韩愈 《潮州请置乡校牒》中既
云: 州学废日久，“进士明经，百十年间，不闻有业成贡于王庭，试于有司者。人吏
目不识乡饮酒之礼，耳未尝闻 《鹿鸣》之歌”③。若国家政局动荡，科举制度遭遇毁
坏，则宾贡之仪也随之废坏。如僖宗广明后，州县不乡贡，惟钟传岁荐士，行乡饮酒
礼，率官属临观，资以装赍，故士不远千里走传府。④僖宗广明之后，州县不乡贡，

宾贡乡饮酒礼也随之不行，钟传荐士乡饮之举，已属特例。

值得注意的是，在唐后期，宾贡乡饮酒礼还出现了 “贡士有宴”的新变化。据
欧阳詹 《泉州刺史席公⑤宴邑中赴举秀才于东湖亭序》文云，“贡士有宴，我牧席公
新礼也”。即载德宗贞元九年，邑有秀士八人，将首荐于阙下，秋七月，刺史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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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点校前言》，第 4 页。
《新唐书》卷一四六 《李栖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4736 页。
《韩昌黎文集注释》卷九，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 年，第 506 页。
《新唐书》卷一九○ 《钟传传》，第 5487 页。

泉州刺史席公指席相，参看郁贤皓 《唐刺史考》第 4 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2191—
2192 页。



“与八人者乡饮之礼既修，乃加之以宴”①。按文中所云，唐代诸州举人惟遣之日行乡
饮酒礼，乃 “享礼也”，“享以昭恭俭”，因有节制。席相认为此种 “胾肉元酒，莫饮
莫食”局面有碍于激励邦俗，“念肉不使食，则仁不下浃; 酒不使饮，则欢不上交”。

既然吃肉喝酒不能尽情，则教化之意、欢庆之情也不能很好地体现。于是席相在修乡
饮酒礼之后，更设宴 “以示慈惠”，乃在后一日选择东湖亭举行宴饮。也就是说，泉
州在贞元九年解送举人之际，刺史席相先是于学校修乡饮之礼，并于后一日在东湖亭

举行了另一场宴会。而欧阳詹所谓 “新礼”，正是指 “东湖亭之宴”，而非指乡饮酒
礼。②其宴仪式: 宾主 “揖让升堂，雍容就筵。乐遍作而情性不流，爵无算而仪形有
肃”。与乡饮酒礼相比，此宴饮亦设宾主、有揖让之节，但是氛围略显宽松，更有诗
句雅章赞颂唱和。对此新礼，欧阳詹之评语有着意推崇、夸赞之嫌，但值得注意的
是，其宴于州学之外，行于东湖亭这一更趋开放的场所， “于是老幼来窥”，扩大了
宴饮仪式教化的影响面却当为事实。显然，科举制度进一步发展之后，沿袭于古乡饮
酒礼 “宾贤能”之意的诸州贡举 “宾贡”乡饮仪式，因其 “恭俭”拘谨之缘故，渐
趋不能适应渲染地方文教兴盛的需要、不能尽祝贺与欢庆之意，于是出现了可以更趋
于开放的表达欢庆和谐气氛的州学之外场合内的宴会。而席相先乡饮后有宴的做法，

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唐代后期针对 《大唐开元礼》所规定的 “宾贡”乡饮酒礼的改
易已经开始了。

二 鹿鸣宴的剥离与 “尊德尚齿”概念的回归:
北宋乡饮酒礼的发展

唐末乱世，政局动荡，朝廷仪制亦往往废坏。后唐长兴三年曾颁 《复乡饮酒礼
敕》③，令诸州解送举人之时，举行乡饮酒礼; 及清泰二年九月中书门下曾下令太常
草具仪注④，颁下诸州，预前肄习，解送举人之时，便行其礼，然 “竟不能行”。后
唐所定乡饮酒礼，明显就是沿袭唐开元之制解送举人的宾贡仪式。宋初所修 《开宝
通礼》，“本唐 《开元礼》而损益之”，据此推测，乡饮酒礼有可能也是沿袭唐开元之
制，以诸州解送举人之时举行 “宾贡”乡饮酒礼。但因 《开宝通礼》今不得见，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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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唐文》卷五九六 《泉州刺史席公宴邑中赴举秀才于东湖亭序》，第 6026 页。按，傅璇琮 《唐代科举
与文学》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 年) 第三章 “乡贡”指出，欧阳詹是贞元八年进士及第的，

这篇文章当是他在进士及第后回福州，第二年参与泉州刺史饯送举士时所作 (第 51 页)。

高明士 《论隋唐学礼中的乡饮酒礼》认为，“新礼”之称，在于此前泉州州学之乡饮酒礼恐废而不行，

因此席相在贞元九年七月为贡士八人举行的乡饮酒礼被称为 “新礼”。
《全唐文》卷一一一，第 1137 页。
《五代会要》卷四 《乡饮》，北京，中华书局，1998 年，第 52 页。又据 《旧五代史》卷四六 《末帝本
纪上》载: 清泰元年九月，中书门下举行长兴三年敕，常年荐送举人，州郡行乡饮酒之时，帖太常草
定仪注奏闻。北京，中华书局，1976 年，第 639 页。



只能是推测而已。事实上，并无宋初讨论此礼仪的记载。

直至宋太宗淳化三年，才有关于乡饮酒礼的讨论。据 《玉海》记载: 淳化三年

正月七日，诏有司讲求乡饮酒故事， “命学士承旨苏易简等撰乐章三十四，鹿鸣六、

南陔二、嘉鱼八、崇丘二、关雎十、鹊巢六。①五月五日，礼院详定其仪。后不果

行”②。淳化三年乡饮酒礼的讨论，不仅修撰乐章，太常礼院亦详定乡饮酒之礼仪。

但因记载阙略，无法得知具体礼仪规定。此番讨论乡饮酒礼是宾贡仪式还是正齿礼仪

呢? 据清人秦蕙田之论: “淳化修乡饮之仪，实自 (田) 锡言发之。”③按宋太宗时乡

贡进士田锡奏请复乡饮酒礼，其奏疏中主要阐释乡饮之尊德尚齿、孝悌和睦之功

效。④由此推知，由田锡引发的淳化乡饮酒礼的修订，乃是尊德尚齿的礼仪。显然并

未受到 《开元礼》将乡饮酒之名挪于宾贡仪式之上的做法的影响，淳化乡饮酒礼的

讨论仍然明确将尊德尚齿之仪式定名于乡饮酒礼。此后，对乡饮酒礼的讨论不断。北

宋真宗初，孙何 “献五议”，其中一议为 “请行乡饮酒礼”⑤。又宋仁宗时，王琪起进

士，调江都主簿，“上时务十二事”，其中亦有请行乡饮事。⑥此外，地方官举行乡饮

酒礼事例不断出现，例如宋仁宗时王沿 “知滑州，徙成德军。建学校，行乡饮酒

礼”⑦。宋哲宗时杨存为循州长乐县令，地处偏僻，士不知学，杨存延士子修学校，

与诸生行乡饮酒礼，民风一变。⑧民不知学，方得修学校，此乡饮酒礼显然不是贡人

之礼，乃是尊德尚齿的正齿之礼。北宋元祐中，天台令郑至道 “谕俗七篇”，其中
“恤邻里”篇云: “乡饮酒之礼于岁十二月率乡党之民，会聚饮酒以正齿位。长者坐，

少者立，老者食以厚，少者食以薄，所以示民以孝悌之道也。”⑨此处所言，大致可以

反映出这一时段内乡饮酒礼概念的认知和界定，正是沿袭 “正齿位”礼的尊德尚齿、

孝悌于家之意。

值得注意的是，尊德尚齿之仪被称为乡饮酒礼时，北宋诸州 “宾贡”饯行的专

门仪式却非称乡饮酒礼，而是呼之为鹿鸣宴。瑏瑠北宋州郡贡士，有饯行宴饮仪式鹿鸣

宴，鹿鸣宴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唐宾贡乡饮酒礼所没有的，那就是鹿鸣宴中有赋诗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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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卷一三九 《乐志十四》载 “淳化乡饮酒三十三章”，然其后列: 鹿鸣六章、南陔二章、嘉鱼八
章、崇丘二章、关雎十章、鹊巢六章，其总数实为三十四章。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 3295 页。
《玉海》卷七三 《礼仪》，扬州，广陵书社，2003 年，第 1365 页。

秦蕙田: 《五礼通考》卷一六八 《乡饮酒礼》，文渊阁 《四库全书》本。
［宋］ 田锡: 《咸平集》卷二 《请复乡饮礼书》，文渊阁 《四库全书》本。
《宋史》卷三○六 《孙何传》，第 10097 页。
《宋史》卷三一二 《王珪传附从兄琪传》，第 10245 页。
《宋史》卷三○○ 《王沿传》，第 9959 页。
［宋］ 杨万里: 《诚斋集》卷一二二 《中奉大夫通判洪州杨公墓表》，文渊阁 《四库全书》本。
［宋］ 陈耆卿撰: 《赤城志》卷三七 《风土门二》，文渊阁 《四库全书》本。

祝尚书 《论宋代的鹿鸣宴与鹿鸣宴诗》 ( 《学术研究》2007 年第 5 期) 认为，“唐及北宋人多称此礼为
鹿鸣宴”。此观点还需考辨，事实上是北宋开始称之鹿鸣宴，而唐人并无此称呼。



之举。北宋人文集中留下众多关于鹿鸣宴的诗文，其诗文内容以赞誉贡人、夸耀当地
儒风文采、预祝举人进士及第，或夸赞地方官推行儒学教化等为主。例如赵抃有
《杭州鹿鸣宴示诸秀才》、《次前人越州鹿鸣宴》二诗。按 《宋史》本传，赵抃于神宗
时先后知杭州、越州，则此两首鹿鸣宴诗当为其任职期间举行鹿鸣宴时所作。至于鹿
鸣宴上赋诗，南宋汪应辰 《文定集》卷二四云: “故事，鹿鸣宴赋诗，所以致劝驾之
意。如蒙继和，不必次韵，或五言，或七言，或一首，或二首，各从其便，庶几得以
观志也。”

除了赋诗唱和之外，北宋鹿鸣宴举行的地点也与唐代宾贡乡饮酒仪式不同。唐代
宾贡乡饮酒礼固定行于州学，而宋鹿鸣宴则行于学校之外。如苏轼 《送杭州进士诗
叙》中云: “熙宁五年，钱塘之士贡于礼部者九人，十月乙酉，燕于中和堂……”①按
中和堂，《咸淳临安志》卷五二云: 钱武肃王阅礼堂旧址，宋仁宗至和三年，郡守孙
沔建堂其上，更名中和。可知，杭州宾贡宴会并非行于学校。另外，苏轼知徐州有
《鹿鸣宴》诗，按 《苏轼文集》卷一○ 《徐州鹿鸣燕 (宴) 赋诗叙》云: “元丰元
年，三郡之士皆举于徐。九月辛丑晦，会于黄楼，修旧事也。”三郡之士举于徐，苏
轼修 “旧事”饯行，宴饮地点为黄楼。按苏辙 《黄楼赋并叙》所载: 熙宁十年，河
决澶渊，水及彭城下，苏轼为彭城守，率众登城捍水。水既去，于是即城之东门为大
楼，垩以黄土，曰 “土实胜水”，故以为名。②又按 《宋史·王素传》载王素之子王巩
有隽才，长于诗，访苏轼于徐州，苏轼 “待之于黄楼上”。可见，黄楼修成之后成为
当地一个胜地，也是文人宴会之所。元丰元年徐州鹿鸣宴的地点正是黄楼，而非学
校。从赋诗唱和、宴饮地点两个方面，可以看出宋代鹿鸣宴与唐代诸州宾贡乡饮酒的
差别。然根据诸诗文考究鹿鸣宴仪式大致为: 知州为主人，率属僚与贡举之人为宾
主，乡先生在位，群贤毕集，逸民来会。从仪式内容中，又可看到二者之间的沿袭，

显然鹿鸣宴正是源自唐宾贡乡饮酒礼。如前文所述，唐后期已经出现了 “贡士有
宴”、诗词唱和的事例，在乡饮酒礼之外，另外举行宴会之仪式，显然北宋鹿鸣宴正
是唐代后期 “贡士有宴”的进一步发展。

又按清人秦蕙田云，唐制，贡举之时 “长吏以乡饮酒礼，会属僚，设宾主，陈
俎豆，讲管弦，牲用少牢，歌 《鹿鸣》之诗”，而 “鹿鸣宴之名始于此”③。则鹿鸣
宴之名是始于唐宾贡仪式中的 “歌 《鹿鸣》之诗”。按照古礼乡饮酒仪式， 《鹿鸣》

是最早奏唱的，其后亦有其他诗歌。《诗经·小雅·鹿鸣之什·鹿鸣》云: “呦呦鹿
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描述君与嘉宾欢宴的场景，亦有显示和
谐秩序、取得贤才之意。至汉以后，“对 《鹿鸣》 ‘鹿鸣’的阐释，明显的由主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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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苏轼文集》卷一○ 《送杭州进士诗叙》，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324—325 页。
《栾城集》卷一七 《黄楼赋叙》，《苏辙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 年，第 335 页。

秦蕙田: 《五礼通考》卷一六八 《乡饮酒礼》。



识转为君臣上下关系，同时也藉此表达乐贤之意”①。随着唐代科举制度的发展完善，

宾贡乡饮酒礼成为配合科举的固定仪式，首唱的 《鹿鸣》之歌也就更加凸现其取贤

才之意。《通典》卷一五 《选举典》 “历代制”云: 自京师郡县皆有学，每岁②课试

其成者，“长吏会属僚，设宾主……行乡饮酒礼，歌 《鹿鸣》之诗，征耆艾，叙少长

而观焉”。又据 《新唐书·选举志上》载: “长吏以乡饮酒礼，会属僚，设宾主，陈

俎豆，备管弦，牲用少牢，歌 《鹿鸣》之诗，因与耆艾叙长少焉。”明显可以看出
“歌 《鹿鸣》之诗”的突出意念，或者可以说，“歌 《鹿鸣》之诗”已经成为行宾贡

乡饮酒礼的鲜明的标识。另见唐宪宗时潮州刺史韩愈著 《潮州请置乡校牒》，既云:

“此州学废日久。进士明经，百十年间，不闻有业成贡于王庭，试于有司者。人吏目

不识乡饮酒之礼，耳未尝闻 《鹿鸣》之歌。”③韩愈感叹潮州州学久废，百多年来无有

进士、明经贡于王庭者，因此宾贡乡饮酒礼也就不举行。在此文中，人吏 “目不识

乡饮酒之礼，耳未尝闻 《鹿鸣》之歌”，目识、耳闻相对应，更将 “乡饮酒之礼”与
“《鹿鸣》之歌”直接对应，显然 “《鹿鸣》之歌”的标识性进一步凸现，在某种意

义上已经开始成为 “宾贡”饯行仪式的代名词。如果说 《鹿鸣》之歌的标识性的不

断提升，与唐代乡饮酒 “宾贡”职能的不断凸现以及其日趋失去独立性转化成为贡

举的配套仪式有着直接的联系，那么 “贡士有宴”的出现，则是随着科举制度的发

展，对饯行宴饮仪式表现祝贺、欢庆气氛的需求不断强烈的结果。唐席相为贡士举

宴，是先修乡饮之礼于学，后一日再有宴。然考北宋人诗文所载，未曾言及学校之中

尚有仪式，只是行鹿鸣宴于学校之外某处。显然，至北宋时期，诸州解送举人之日，

行于学校的乡饮之仪已经被废弃，遵行于诸州的是行于学校之外、宾主揖让、饮酒欢

庆、赋诗唱和的 “鹿鸣”宴会。

直到五代时期，“宾贡”宴仪，仍称之为乡饮酒礼，这一点从上文对五代乡饮酒

礼的讨论可以看出。正式开始使用 “鹿鸣宴 (燕)”指代 “宾贡”宴饮仪式的是北宋

时期，这在北宋文人著述之中可以明显看出。而在官方制敕诏令中出现，是在政和议

礼局讨论礼仪修订之际。政和二年，议礼局检讨五礼仪注，进呈札子曰:

先儒议乡饮酒礼有四……后世腊蜡百神、春秋习射、序宾饮酒之仪不行于乡

国。惟今州郡贡士之日设鹿鸣宴，正古者宾兴贤能，行乡饮酒之遗礼也。④

由此推断，北宋时期已经形成稳定的以 “鹿鸣宴”饯送举人的惯例。行于学校之外，

尽欢庆之情、赋诗唱和的鹿鸣宴会，显然已经与古乡饮酒礼甚至 《开元礼》中的诸

州乡饮酒礼有了很大的距离。据政和议礼局札子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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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士: 《论隋唐学礼中的乡饮酒礼》。

高明士 《论隋唐学礼中的乡饮酒礼》认为，《通典》此处所载 “每岁仲冬”，当系错简。
《韩昌黎文集注释》卷九，第 506 页。
［宋］ 郑居中等: 《政和五礼新仪》卷首 《御笔指挥》，文渊阁 《四库全书》本。



古者乡饮酒仪立宾主僎介，则与今之礼不同。其器以笾豆尊俎，则与今之器

不同。宾坐于西北，介坐于西南，主人坐东南，僎坐东北，则与今之位不同。主

人献宾，宾酢主人，主人酬宾，次主人献介，介酢主人，次主人献众宾，则与今

之仪不同。①

以此段文字为主，参考 《仪礼》、 《礼记》、 《开元礼》乡饮酒礼的规定，可以看到:

无论是从宾主僎介的设置，还是笾豆尊俎礼器，或者是宾主之位，甚至宾主之间的献

酢酬诸节，北宋鹿鸣宴与古乡饮酒礼及多沿袭古礼的 《开元礼》都截然不同了。第

一，古礼有宾、主、僎、介 (及众宾); 唐礼有宾、主、介 (及众宾)，无僎; 北宋

鹿鸣宴则宾、主、僎、介的设置与古不同，按此奏议下文之意，鹿鸣宴设立主、主

党、众宾。第二，古礼以笾豆尊俎为器，唐礼之中还用笾豆尊俎，至宋礼器已有变

化。第三，《礼记·乡饮酒义》宾于西北，介于西南，主人在东南，唐礼与古礼相

同; 文中所言 “与今之位不同”，可以理解，若并不设宾主介僎，也就谈不上位置是

否相同了。第四，《仪礼·乡饮酒礼》所谓主人献宾、宾酢主人，主人酬宾，次主人

献介、介酢主人，次主人献众宾; 唐礼有主人献宾，宾酢主人，主人酬宾，主人献

介，介酢主人，主人献众宾，与古相同; 文中所言 “与今之仪不同”，则可推断，如

果鹿鸣宴已经不设宾主僎介，则献酢之节也一定与古礼或开元礼不同了。以上四点是

根据议礼局的奏议得出的推论。显然，唐礼多沿袭古礼，而宋鹿鸣宴与唐礼已不同，

与古礼相差甚远。其仪制大致为: 诸州军贡士之日，以知州、军事为主人，本州官以

下为主党，当贡者与州之群老为众宾，宾主位次、礼器、献酬诸仪皆从今宜。政和论

礼，直接提及鹿鸣宴行 “乡饮之遗礼也”，承认鹿鸣宴对乡饮酒的沿袭之外，明确了

贡士宴饮不再称为乡饮酒礼，鹿鸣宴已非乡饮酒礼的事实。“宾贡”仪式由乡饮酒到

鹿鸣宴，由称谓到内容的变化，反映的正是 “宾贡”乡饮之仪逐渐脱离了乡饮酒礼

的范畴，进一步演变成为科举体制下的具有专门称谓、专门内容的宴饮仪式。与此相

对应的则是，北宋初以来 “乡饮酒礼”之称谓所蕴涵的概念已经渐趋缩小和固定为

以尊德尚齿为主旨的基层父老宴饮的仪式。

如前文所述，北宋初以来，无论是朝廷还是州县地方官，对乡饮酒礼尊德尚齿、

教化乡里之功效，皆有一定的关注。正是这种关注，促使政和制礼之际，开始了修订

乡饮酒礼的讨论。如政和议礼局札子云:

今欲因今之宜，参酌循立，每岁，惟于州军贡士之日，以礼饮酒。以知州、

军事为主人，学事司所在，以提举学事为主人，其次本州官以下为主党。当贡者

与州之群老为众宾，亦古者谋宾养老之意也。当贡生与州老序位以齿，亦古者正

齿位之意也。是日也，会凡学之士及武士习射，亦古者习射于序之意也。其余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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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政和五礼新仪》卷首 《御笔指挥》。



登之节，与举酒作乐器用之类，并参照辟雍宴贡士仪，庶几可行于今而不失稽古

之意。兼契勘以鹿鸣燕，亦恐未当。伏望断自圣学，以幸天下，取进止。”

贴黄: “如允所请，乞应州郡鹿鸣宴并改作乡饮酒礼，仍乞先次施行。”①

议礼局所言 “因今之宜，参酌循立”的仪式，其一，以知州、军事为主人之外，增
加了 “学事司所在，以提举学事为主人”的规定，这是与北宋崇宁二年始设提举学
事司机构相关。②其二，本州官以下为 “主党”，当贡者与州之群老为 “众宾”，也就
是说，其仪式只设立主人、主党与众宾。其三，强调 “当贡者与州之群老为众宾”，

谋宾、养老之意; 又贡生与州老 “序位以齿”，亦有正齿位之意; 又是日 “会凡学之
士及武士习射”，亦古习射于序之意。显然正力图将古乡饮酒礼仪中的宾贤、养老、

正齿、乡射诸形式加入其中，呈现出明确的复古倾向。其四，降登之节，与举酒、作
乐、器用之类，并参照辟雍宴贡士仪。辟雍宴贡士仪，按 《政和五礼新仪》卷二○
三 “辟雍赐闻喜宴仪”: 押宴官以下与释褐贡士东西相对，其乐: 押宴官以下及释褐
贡士班首初入门，奏正安之乐，酒初行奏宾兴贤能之乐，酒再行奏于乐辟雍之乐，酒

三行奏乐育人材之乐，酒四行奏乐且有仪之乐，酒五行奏正安之乐。③其仪有: 望阙
再拜，中使宣敕，酒五行，赐花有差，望阙再拜，再座，酒四行 (乐亦四节次) 讫，

次日入谢。又据 《宋史·乐志十四》载 “政和鹿鸣宴五首”，首酌，正安之乐; 再
酌，乐育人才之乐; 三酌，贤贤好德之乐; 四酌，烝我髦士之乐; 五酌，利用宾王之

乐。④ 乐章与唐乡饮酒乐章不同，是新作乐章，明确体现举贤才之意。议礼局所修仪
制，无主献宾、宾酢主、主献介之诸仪，只有酒五举，乐五节。可见，政和以前的北
宋贡举鹿鸣宴已经是宾主举酒、奏乐而已，并非如古礼或唐礼有着繁复的宾主献酬仪
节。《宋史·礼志》亦云: “政和礼局定饮酒祭降之节，与举酒作乐器用之属，并参
用辟雍宴贡士仪。”因此，政和议礼局修订的 “庶几可行于今而不失稽古之意”的乡
饮仪式，就是遵循宾主对坐、酒五行的今宜，再加入养老、正齿、乃至习射的复古因
素，稽古之意，将鹿鸣宴改头换面成为 “复古”乡饮酒之礼。⑤政和三年正月一日，

宋徽宗御笔: “稽古者不必循其迹，州郡鹿鸣宴乃古乡饮之意，可止改鹿鸣之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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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政和五礼新仪》卷首 《御笔指挥》。

按 《宋史》卷一六七 《职官志七》载: 提举学事司，掌一路州县学政，岁巡所部以察师儒之优劣，生
员之勤惰，而专举刺之事。崇宁二年置，宣和三年罢 (第 3971 页)。

按 《宋史》卷一三九 《乐志十四》大体相同，只酒三行时奏 “乐育英才”之乐。载 “大观闻喜宴六
首”，与 《政和五礼新仪》名目相同。

按《玉海》卷一○六记载，政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颁嘉 (鹿) 鸣宴乐章五曲，注文所列却只乐育人材、

贤贤好德、烝我髦士、利用宾王四曲，与 《宋史·乐志》所载尚缺第一曲正安之乐。
《宋史》卷一一四 《礼志十七·嘉礼五·乡饮酒礼》云: “今制，州、军贡士之月，以礼饮酒，且以知
州、军事为主人，学事司所在，以提举学事为主人，其次本州官入行，上舍生当贡者，与州之群老为
众宾，亦古者序宾，养老之意也。是月也，会凡学之士及武士习射，亦古者习射于序之意也。”此处记
载缺漏 “议礼局奏议”字样，略有含糊，使人误以为当时之制已然如此。(第 2721 页)



古乐处令用古乐。”①鹿鸣宴改名为乡饮酒礼，并强调古乐的使用。此后礼仪讨论中，

宋人对乡饮酒礼的复古并未中止，政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定贡士射仪。②因乡饮而
习射于学。

总的看来，政和议礼局试图复古乡饮酒礼的这种做法，其实就是在贡举鹿鸣宴的

基础上掺杂一些 “养老、乡射”古意而已，其本质还是鹿鸣宴。此番改头换面显得
有些生涩、僵硬，恰恰表明了鹿鸣宴已经剥离于乡饮酒礼的概念，与科举制度结合在
一起、成为科举配套仪式的事实。也正是由此，自大观初建立议礼局讨论礼制本末，

修成大观礼书，到政和三年颁行 《政和五礼新仪》，《政和五礼新仪》中既无乡饮酒
礼，亦无鹿鸣宴仪。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种生涩、僵硬的复古，既无法适应推行孝
悌、仁义之教化于乡闾之间的目的，在 “鹿鸣”之意凸现的情况之下，也无法真正
达到对鹿鸣宴的改易。但是，这种对鹿鸣宴的改易企图，却也正表明了政和时期朝廷
全面考虑国家礼制体系之际，开始重新审视乡饮酒礼尊德尚齿之意以及其教化乡里、

稳定基层社会秩序的功能。

三 “尊德尚齿”之仪与地方儒林盛事: 南宋乡饮酒礼的状态

南宋时期乡饮酒礼修订过程中，对鹿鸣宴自乡饮酒礼概念中 “剥离”的事实已
有清晰认识。宋高宗绍兴十三年四月，颁乡饮酒礼于郡国:

绍兴十三年四月六日，礼部言: “比部郎林保奏， ‘修定乡饮酒矩范仪制，

请遍下郡国’。今取明州已行仪制与林保所具规式参酌修具，镂版颁行”。奏可。

其礼有主、宾、僎、介、三宾，有肃宾、序宾、祭酒、主献、宾酬、主人酬介、

介酬众宾、修爵无算、沃洗、扬觯、拜送、拜既，及约束九事。③

据此，礼部将林保所修乡饮酒规式与明州遵行的仪制参酌修具成为乡饮酒礼仪注，颁

行天下。按 《宋史·礼志十七·嘉礼五·乡饮酒礼》云: “唐贞观所颁礼，惟明州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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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政和五礼新仪》卷首 《御笔指挥》。
《玉海》卷七三 《礼仪》，第 1365 页。其具体仪式见 《宋史》卷一一四 《礼志十七·嘉礼五·乡饮酒
礼》。然 《宋史》卷一一四 《礼志十七·嘉礼五·乡饮酒礼》载: “礼官参定射仪: 乡饮酒前一日，本
州于射亭东西序，量地之宜，设提举学事诸监司、知州、通判、州学教授、应赴乡饮酒官贡士幕次，

本州兵马教谕备弓矢应用物，设乐。其日初筵，提举学事、知州军、通判帅应赴乡饮酒官贡士诣射亭，

执弓矢，揖人射……” (第 2721 页) 文中两处 “应赴乡饮酒官贡士”标点有误。据政和二年议礼局札
子，乡饮酒礼参加者为提举学事司、知州军事、当贡者、州之群老以及本州属官 (《政和五礼新仪》卷
首 《御笔指挥》)。其中，本州官以下为主党，当贡者与州之群老为众宾。比较而言，贡士射仪，州之
群老不参加其仪，参加者为提举学事、知州、通判、州学教授，还应有当贡者及本州属官。则上文中
两处 “应赴乡饮酒官贡士”中间应当有 “顿号”，即为 “应赴乡饮酒官、贡士”。其仪注当为: 乡饮酒
前一日，量地之宜，“设提举学事诸监司、知州、通判、州学教授、应赴乡饮酒官、贡士幕次”。行礼
之日，“提举学事、知州军、通判帅应赴乡饮酒官、贡士诣射亭”。
《玉海》卷七三 《礼仪》，第 1366 页。



存，淳化中会例行之。”明州保留乡饮酒礼，其仪制乃沿唐贞观仪制。前文所言，贞

观乡饮酒礼大概沿袭古礼而成，具体内容今已不得见。及 《开元礼》修成，折中贞

观、显庆二礼，其中乡饮仪，亦主要是沿袭 《仪礼》。绍兴十三年颁行乡饮仪制中有

主、宾、僎、介、三宾设置以及主、宾、介与众宾的献酬仪节，显然这种乡饮酒礼仪

式与北宋政和议礼局奏请由鹿鸣宴改名的乡饮酒礼不是一回事，而是遵循古礼、唐礼

与明州仪制加以时宜参酌制定。

根据 《宋会要辑稿》礼四六之一至三所记载的，礼部取明州仪制与林保所修者

参酌修订并颁行的乡饮酒礼具体仪式，与 《仪礼·乡饮酒礼》、 《开元礼·正齿位》

比较，绍兴乡饮酒礼的仪式明显简略。与两者相比，绍兴十三年的乡饮酒礼的具体特

点在于: 第一，明确行之于州及县。第二，设立了主 (州以郡守、县以县令为主)、

宾 (择乡里寄居年德高及致仕者为宾)、僎 (州以通判，县以丞或簿)、介 (以次

长)、三宾 (以宾之次者为之)。其主、宾、僎、介的位置与古礼相同。开元礼无
“僎”，绍兴仪制则有 “僎”，显然绍兴乡饮酒礼的复古倾向更为明显。第三，“主人

率宾以下先释菜于先圣先师”，这一仪制不见明确规定于古礼与唐 《开元礼》。第四，

仪制中 “肃宾、序宾、祭酒、主献、宾酬、主人酬介、介酬众宾、修爵无算”诸节，

比唐 《开元礼》简略。唐 《开元礼》中，宾主献酢之际，皆有祭酒，而这里主人在

献宾之前，单独有一个祭酒的仪式，此后献酬之际再无祭酒之仪。主人献宾，唐礼由

主人取爵献宾、宾酢主人、主人酬宾三者组成，这里只有类似主献、宾酬两项内容。

唐礼中有主人献介、介酢主人之仪，这里只有主人酬介之仪。唐礼中有主人献众宾之

长、献众宾之仪，这里只有介酬众宾之长、众宾之仪。唐礼有作乐歌笙，此礼无有。

作乐之后，唐礼有旅酬之礼，司正扬觯，然后是无算爵，无算乐。这里却只有修爵无

算，酒三行。特殊的是，主人沃洗一节为唐礼所无; 唐礼只有门外两拜，这里有拜

既、拜送皆两拜。第五，“司正扬觯致辞”的寓意，充分显示了绍兴乡饮酒礼明显的

尊德尚齿、劝导忠孝节义、和睦乡里的主旨。综合来说，绍兴乡饮酒礼的内容明显是

唐贞观尊德尚齿的乡饮酒仪制而来的，行于州县两级的以尊德尚齿为目的的礼仪

形式。①

又据 《宋史·礼志十七》记载: 绍兴十三年，比部郎中林保乞修定乡饮仪制，

遍下郡国，于是国子祭酒高闶草具其仪上之，“僎介之位，皆与古制不閤，诸儒莫解

其指意”。按此评语，其僎介之位与古制不合，诸儒不解其意，当是不得众人认可。

但是，根据上文所论，绍兴十三年乡饮酒仪制中宾、主、僎、介之位皆遵 《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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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祝尚书 《论宋代的鹿鸣宴与鹿鸣宴诗》认为，绍兴乡饮酒礼 《仪制》规定行礼时的主人为 “州以郡
守，县以县令”，“这就将北宋鹿鸣宴主要由州郡发解举子时举行，下延到县一级”。此处作者未能清晰
了解 “鹿鸣宴”与 “乡饮酒礼”的分离态势，仍将绍兴乡饮酒礼规定认定为 “宾贡”的宴饮仪式 “鹿
鸣宴”。



与 《开元礼》亦大体相同。另见王应麟 《玉海》卷七三 《礼仪》载，绍兴十三年礼
部奏请颁行乡饮酒礼仪制，其礼包括主、宾、僎、介、三宾……拜送、拜既及约束九

事，并未提及 “诸儒”评议。另外李心传所著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之甲集卷一三
中 “乡饮酒礼”条记载绍兴十三年乡饮酒仪制，亦未有类似评语记载。则 《宋史·

礼志十七》的评语当有失公允。若联系下文，对此评语的出现也就有些明了。按此
卷下文载: “庆元中，朱熹以 《仪礼》改定，知学者皆尊用之，主宾、僎介之位，始

有定说。”由此推测，《宋史·礼志》中对绍兴十三年仪制的评语，有可能就是为了
“庆元中，朱熹以 《仪礼》改定，知学者皆尊用之，主宾、僎介之位，始有定说”的

说法做铺垫，以强调朱熹改定仪制。然看文中所载朱熹改定仪制条文，却发现其中存

在明显失误之处。据 《宋史·礼志十七》所载，朱熹庆元中改定的乡饮酒礼内容，

与 《宋会要辑稿》礼四六之一至三所载的绍兴十三年四月六日礼部奏请的仪制基本

相同。然据 《朱子语类》所载，朱熹认为绍兴乡饮酒礼 “仪制极乖陋”，在于礼官高
闶 (抑崇) 撰礼 “疏缪”，“更不识着 《仪礼》，只把 《礼记·乡饮酒义》铺排教人

行。”朱熹指责绍兴乡饮酒礼之误，所指明错误之处是拜送、拜既以及执爵祭脯醢这
样的具体仪节。朱熹认为:

《仪礼》有 “拜迎”、“拜至”、“拜送”、“拜既”。拜迎，谓迎宾; 拜至，谓

至阶; 拜送，谓既酌酒送酒也; 拜既，卒爵而拜也。此礼中四节如此。今其所定
拜送，乃是送客拜两拜，客去又拜两拜，谓之 “拜既”，岂非大可笑! 礼，既

饮，“左执爵，祭脯醢”。所以左执爵者，谓欲用右手取脯醢，从其便也。他却
改 “祭脯醢”作 “荐脯醢”，自教一人在旁进脯醢。右手自无用，却将左手只管

把了爵，将右顺便手却缩了。是可笑否?①

朱熹认为绍兴乡饮酒礼中的拜送、拜既两节，将 “堂上礼”误作 “送之门外”后的

拜礼仪节。绍兴十三年乡饮酒礼中拜送、拜既二节分别是: 拜送，主人兴，复至阼阶
楣下，僎从，宾介复至西阶楣下立，三宾亦至西阶，并南鄉，主人拜，宾介以下再

拜; 拜既，宾介与众宾先自西趋出，主人少立，自东出，宾以下立于庠门外之右，东

鄉北上，主人立于门外之左，西鄉，僎从，主人再拜，宾介以下皆再拜。又按 《仪
礼·乡饮酒礼》，“宾出，奏 《陔》。主人送于门外，再拜”。只是门外再拜的仪节。

唐 《开元礼》之 “乡饮酒”、“正齿位”之送宾仪节亦规定: “宾主俱兴，宾以下降
自西阶，主人降自东阶。宾以下出立于门外之西，东面北上。主人送于门外之东，西

面再拜。宾、介逡巡而退。”② 显然是遵循 《仪礼》而来，行门外有再拜之礼。则朱
熹准 《仪礼》所改定之仪节，应当亦只是 “庠门之外再拜”而已。然 《宋史·礼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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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朱子语类》卷八七 《礼四·小戴礼·乡饮酒》，《朱子全书》，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
育出版社，2002 年，第 2989 页。
《大唐开元礼》卷一二七 《乡饮酒》、卷一二八 《正齿位》。



十七》所载朱熹庆元中修订之文，其送宾仪节，虽无 “拜送”、“拜既”之名，但送

客再拜、出门外再拜之仪与绍兴乡饮酒礼仪之拜礼皆相同。① 据此推测，《宋史》是

误将绍兴礼文纳入朱熹名下，却不知朱熹正是以为其仪制之谬贻笑千古。

虽然绍兴乡饮酒礼仪制中有类似 “拜送”、“拜既”这样的与 《仪礼》不合的谬

误，但是并不影响绍兴乡饮酒礼尊德尚齿、教化州县的定位，而此与唐乡饮正齿之意

相差无几。然由颁行仪制后附加的 “约束九事”，却明确反映出绍兴乡饮酒礼与唐礼

的明显差异。据 《宋会要辑稿》礼四六之三至四所载 “约束凡九事”的具体内容，

前二事通过士行判定、建立乡饮年齿簿，构建一个涉及乡里、学校的地方文人网络、

道德评价体系。第三事 “轮请本乡士大夫老成者与州学教授同主其事，其所立宾及

僎介，并与主人谋之”，乡饮酒礼的主导权显然是由地方官向乡士大夫群体倾斜。第

四事合赴乡饮人，年七十以上者，“教授同掌乡饮酒官具书，以礼敦请之”，五十以

上及有官者，“以咨目列位请之”。另外，本学编排位次，“十九岁以下并侍立”，“曾

得解者许坐”，以及 “父在坐，则子侍立”，“有官者别席”， “七十岁以上许免拜”，

诸项规定明确体现了养老尚齿之意。其中对有官者、曾得解者的优待，正是不以齿先

于爵，亦不爵加于齿之意。第五事 “乡饮所须饮食、器具，敦请乡之大夫有功力者，

各备十位，力可倍者，倍之”。则表明乡饮酒礼要地方士大夫出钱出物进行资助。前

文已经涉及，唐代诸州宾贡乡饮酒是公费，牲少牢以现物充; 县令正齿位之仪亦

“皆用酒脯，物出公廨”②。而此处的地方士大夫资助，更明确显示出地方士大夫群体

的影响和作用。第六事及第八事，规定不得擅自不赴，不得无故喧哗争讼等，强调乡

饮酒礼的纪律性和强制性。第七事 “不系学籍及齿于乡饮者，不得称进士”，将乡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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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宋史·礼志十七·嘉礼五·乡饮酒礼》载: 庆元中，朱熹以 《仪礼》改定乡饮酒，其仪有 “主人兴，

复至阼阶楣下，僎从宾介复至西阶下立，三宾至西阶立，并南向。主人拜，宾介以下再拜。宾介与众
宾先自西趋出，主人少立，自东出。宾以下立于庠门外之右，东鄕; 主人立于门外之左，西鄕，僎从
主人再拜，宾介以下皆再拜，退。” (第 2722 页) 文中两处 “僎从”标点有误。按 《礼记·乡饮酒义》

云: “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于东南; 而坐僎于东北，以辅主人也。”可知，僎有辅助
主人之意，孙希旦 《礼记集解》 “乡饮酒义”亦曰 “僎乃赞成主人之礼者，故坐于东北以辅主人。”

僎，辅助主人完成礼仪之人，于仪式之中乃跟从主人之后，并非跟从宾介之后，因此 “僎从宾介复至
西阶下立”之说有误。又按 《宋会要辑稿》礼四六之三载绍兴十三年，礼部颁行乡饮酒礼，其送宾之
仪中云: “相者引主人兴复至阼阶楣下僎从宾介复至西阶楣下立三宾亦至西阶并南鄉”。又云 “宾以下
立于庠门外之右东鄉北上主人立于门外之左西鄉僎从赞者立于中唱曰主人再拜宾介以下皆再拜”。此两
处“僎从”皆为小字注文，明确是僎从主人后之仪。由此而言， 《宋史·礼志十七》文中第一处 “僎
从”标点应是 “主人兴，复至阼阶楣下，僎从，宾介复至西阶下立……”文中第二处为 “僎从主人再
拜”，虽是跟从主人后，却也有不妥。此句所述为送宾至庠门外，宾、主、僎、介各就其位站立，然后
相拜。又按前引 《宋会要辑稿》礼四六之三所载: “主人立于门外之左西鄉僎从赞者立于中唱曰主人再
拜宾介以下皆再拜”。则此处当为主人站于门外之左，僎跟从立于主人之后。因此句中标点当为 “主人
立于门外之左，西鄉，僎从，主人再拜……”
〔日〕仁井田陞原著，栗劲等编译: 《唐令拾遗》 “仪制令”之 “诸县乡饮酒礼”，长春，长春出版社，
1989 年，第 437 页。



酒与诸路举人联系起来。而第九事 “有该载不尽及难举事件，并各从其乡之便”，进
一步表明尊德尚齿、劝导孝悌的乡饮酒礼的地方性色彩的加重。综上所述，绍兴乡饮
酒礼仪制在于构建敦睦、少长有序的地方秩序，但从建立文人乡饮年齿簿到本乡士大
夫老成者与州学教授同主其事，再到敦请乡大夫资助所须饮食器具，与唐代尊德尚齿

之仪相比，绍兴乡饮酒礼增添了更多的地方文人群体的色彩。换句话说，这种乡饮酒
礼更倾向于地方官与地方文人群体合作而行的仪式，是地方儒林盛事。

绍兴乡饮酒仪制 “镂版颁行”于州县，并明确要求 “不系学籍及齿于乡饮者，

不得称进士”。绍兴十七年正月，左迪功郎陈介进言: “国家颁降乡饮酒仪式，而诸
郡所行，疏数不同。望令三岁科举之年，行之于庠序。即古者三年大比，饮酒于序之
意也。”①最终，宋高宗颁令 “郡县于科举之年，行乡饮酒礼于庠序一次。如愿每岁行
之者，听从其便”②。至此，明确要求郡县乡饮酒礼在三岁科举之年举行。乡饮酒礼
既行于科举之年，是否就成为 “宾贡”的仪式呢? 唐代诸州宾贡乡饮酒礼以及北宋
鹿鸣宴，是以通过州试的当贡者为宾的宴饮仪式。对这些解试合格的当贡者，南宋仍
有举行鹿鸣宴之制，而这一点在南宋文人的鹿鸣宴诗文中，有着明确的反映。显然宋
徽宗时改鹿鸣宴为乡饮酒礼的诏令，并未为南宋沿袭。例如王之道 《鹿鸣宴》诗下
注文云: “乾道乙酉，无为太守吕公以冬十一月庚戌举送进士，循旧典，开鹿鸣之
宴。”③而绍兴乡饮酒礼即使固定行于三岁科举之年，亦非诸州 “宾贡”仪式。按绍兴
十九年礼部奏请所行之制，州军属县长吏籍定合应举人，上于州，州学核实应举人引

保后，赴乡饮酒礼，然后送到试院参加解试。④所谓 “士人应举并须先赴乡饮酒，注
籍给据，方许赴试，欲以革冒贯者”⑤。科举之年行乡饮酒礼于庠序，其实是在应举
人参加解试之前的认定参试资格的仪式，用意在于革除科举考试中举子冒贯应试之

风。三岁行乡饮酒礼以举士之制，实际上执行时间也不长，至绍兴二十六年四月，朝

111唐宋时期乡饮酒礼演变探析

①

②

③

④

⑤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六，绍兴十七年正月辛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179 页。
《宋会要辑稿》礼四六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56 年，第 1470 页。
［宋］ 王之道著，沈怀玉、凌波点校: 《相山集》卷九 《鹿鸣宴》，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年，

第 97 页。

参见 《宋史·选举志二》、《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六之八。 《宋史全文》卷二一下 《宋高宗十五》载:

绍兴十九年十一月甲辰，“诏诸郡行乡饮酒之礼以取士。先是，司农卿汤鹏举请对，论举人多冒贯求
试。乞于未下科诏前，令州县籍定来岁当应举人名，预先引保，委无伪冒，然后许赴乡饮酒。若临时
投状射保者，并不收试。事下礼部，至是乃颁行焉。”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1443 页。
《宋会要辑稿》礼四六之四，第 1470 页。



廷颁令罢乡饮酒礼举士之法。①士人虽不预乡饮酒者，皆许赴试。②废乡饮取士之法的

原因，李心传认为: 乡饮酒礼 “凡事，主人以守令，其酒食器用，乡大夫、士之有

力者共为之，行之十余年，士人不以为便”③。因为乡饮酒仪式的酒食器用需要乡大

夫、士之有力者资助，强制三年必须举行一次乡饮酒礼，则必然成为乡里士人的经济

负担，“士人不以为便”也在情理之中。若守令积极于举行其仪，则必然造成 “扰

民”之事。在这种局面之下，朝廷强令乡饮酒的做法肯定要遭遇麻烦，很难定期举

行。此外，孙应时撰 《余姚乡饮酒仪序》中又云: “二十六年，或言吏并缘扰民，且

预饮猥杂，反混士流。乃诏颁行于里社者听，官勿预知。自是，乡饮废矣。盖一时议

者苟于改权臣之旧，而不之详也。”④由此探究，此事竟有微妙的政治背景: 因为颁行

乡饮酒仪制、用乡饮酒革冒贯的都是权臣秦桧，秦桧死于绍兴二十五年，秦桧死后便

一反之，“乃宋代党争中的惯常做法”⑤。乡饮酒礼与科举制度配套联系的断裂，进一

步明确了南宋乡饮酒礼概念的确定。绍兴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新通判抚州张洙奏

议中既云: “且乡饮酒，所以明长幼之序，兴礼逊之风，当其与科举并行而不相

悖。”⑥我们清晰看到，南宋乡饮酒礼的概念中已经明确不再包括州试之后举人于朝廷

的 “宾贡”仪式。这正是北宋以来 “宾贡”仪式自乡饮酒礼概念中完全剥离出去的

反映，也是乡饮酒礼的概念已经明确定位于尊老尚齿的地方宴饮仪式的反映。

南宋政权建立之初，就十分重视乡饮酒礼之稳定基层社会秩序的功效，因此才有

绍兴十三年颁行乡饮酒仪制的举措。尽管绍兴二十六年四月诏令，“其乡饮酒礼愿行

于里社者，听从其便，仍不许官司干预”⑦，但 “乡饮酒礼愿行于里社者，听从其便”

也意味着朝廷对乡饮酒礼的推行仍然关注，只是为避免官吏 “扰民”，才不许官司干

预。至宋理宗景定五年，又诏郡邑行乡饮酒礼。⑧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既然如此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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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宋史》卷三○ 《高宗本纪八》。又按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二载，绍兴二十六年四月，左承议
郎、新通判抚州张洙行国子监丞，张洙召对，乞士人虽不预乡饮酒者，皆许赴试。事下礼部，其后，

礼部言: “今后科举欲并依旧法，其乡饮酒礼愿行于里社者，听从其便，仍不许官司干预。”从之。《宋
会要辑稿》礼四六之四载: 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新通判抚州张洙言……。然李心传 《建炎以来朝
野杂记》甲集卷一三 “乡饮酒”条却载: 二十六年四月，始用新通判抚州陈泳之请，虽不与乡饮酒者，

许应举。此中 “陈泳”有误，乃应为 “张洙”。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二，绍兴二十六年四月戊戌，第 425 页。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三 《乡饮酒》，第 282 页。
［宋］ 孙应时: 《烛湖集》卷一○ 《余姚乡饮酒仪序》，文渊阁 《四库全书》本。

参见祝尚书 《论宋代的鹿鸣宴与鹿鸣宴诗》。山口智哉 《南宋乡饮酒礼考》 (收入刘海峰主编 《科举制
的终结与科举学的兴起》，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 也认为，因为秦桧之死，“新政权马
上开始否定他的政治，不难想象乡饮酒礼政策被认为也是秦桧政治的一环，应该废除”。
《宋会要辑稿》礼四六之四，第 1470 页。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二，绍兴二十六年四月戊戌，第 425 页。又据 《玉海》卷七三 “礼仪”

载: 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诏行于里社者听之。
《宋史》卷四五 《理宗本纪五》，第 886 页。



乡饮酒礼的教化之功，又何以由唐代的公费变成南宋的酒食器具要乡大夫、士人资助

呢? 从宋代地方财政状况考虑，可能有所启发。由于中央增加对地方的征调，不断侵

损地方，中央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实际已无法顾及地方经费开支的需要，州县财政亏空

日见严重，尤其至南宋地方财政困窘的程度实在是令人诧异的。①地方州县财政大幅

度亏空的局面，在南宋初期就已经暴露出来，绍兴二十六年，右奉议郎鲁冲上书论

事，就谈到他前任宜兴县财政严重入不敷出的状况。②由此推论，绍兴十三年的乡饮

酒礼，规定酒食器具要有乡大夫、士人资助，极有可能就是考虑到地方财政困窘的问

题，不希望成为地方财政的负担。或许就因官方不提供经费，要求地方人士赞助提

供，无法强制各个地方定时举行仪式，所以绍兴十三年乡饮酒仪制颁行之际，并无举

行乡饮酒礼的明确时间，才有所谓 “有该载不尽及难举事件，并各从其乡之便”的

规定。这种经济因素的考虑，显然与推行礼仪教化、构建和谐的基层社会秩序的目的

有所背离。但是，正是这种经济因素的考虑，却让我们看到了对乡饮酒礼在具体推行

层面的考虑，而不是如前代一般往往局限于礼文的修订而不考虑地方的实际情况。

各从地方之便，“不许官司干预”。由于失去了官府的强制干预或者推行，乡饮

酒礼的执行力度也就因此降低，所以李心传以为乡饮酒礼 “自是不复讲焉”③。郑樵
《通志·礼略第三·嘉礼·乡饮酒》亦云: 绍兴乡饮酒礼颁行之后，“未几而废”。郑

樵卒于绍兴三十二年，《通志》一书在绍兴三十一年就全书告成。④编书之时也是经历

了乡饮酒礼的颁行过程。按郑樵之意，绍兴颁行乡饮酒礼其实就是明州举行的仪制，

而此乡饮酒 “未几而废”的原因是 “明州之士”不识 “礼意”。郑樵认为明州仪制不

是本 《仪礼》而是本于 《礼记·乡饮义》，是 “不本全经”。换句话说，郑樵认为绍

兴乡饮酒礼不行的原因其实就是 “复古”不够的缘故。所以，应该本 《仪礼》于古，

参 《开元礼》于今，综合历代损益而成之。然值得注意的是，与李心传等人叹息乡

饮酒礼之 “废矣”、“不复”相对应的，却是南宋地方官举行乡饮酒礼的事例不断出

现。仅 《宋史》就记载龚茂良于番禺、仇悆知明州、赵必愿知福州、洪天锡知古田

县、孙子秀知金坛县、魏了翁知眉州等举行乡饮酒的事例。在这些事例中，乡饮酒礼

在州、县皆有举行。此外，根据宋人文集、地方志、碑刻铭文记载，还可以看到南宋

时期诸多遵行乡饮酒事例。尽管就整体而言，南宋乡饮酒礼的举行仍是少数地方官所

为，并未形成稳定的体制，但与唐代朝廷屡次颁诏推行乡饮酒礼而州县正齿尚德的乡

饮酒礼推行不力的局面相比，显然南宋时期的乡饮酒礼的实际推行无疑具有了明显增

强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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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包伟民: 《宋代地方财政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第 166—168 页。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一，绍兴二十六年二月甲戌，第 406 页。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三 《乡饮酒》，第 282 页。
［宋］ 郑樵撰，王树民点校: 《通志二十略》点校前言，北京，中华书局，1995 年。



南宋时期，虽然朝廷有 “不许官司干预”之令，但事实上在地方举行乡饮酒礼
的事例中，多可见地方官积极筹划、主导其仪式，也有通过置田、拨款、筹钱等方式
为乡饮酒礼的举行提供经费。此外，地方官亦往往参与乡饮礼文修订。南宋地方举行
乡饮酒礼的诸事例反映出来的问题是，朝廷颁行的乡饮酒仪制条文是否保存于官衙之

中以便按循行礼，已非重点。地方官或从古礼 《仪礼》①，或参以开元及绍兴仪制②，

或由熟礼之士相其仪，亦或访诸他郡所行仪制，皆可举行乡饮礼仪。重点往往在于地
方官是否有举行乡饮之礼的意愿。与唐代相比，南宋地方官显然表现出了遵行乡饮酒
礼的主动意识，而这种主动意识正是地方官群体社会教化意识增强的直接反映。此
外，乡大夫、地方士人倡导请行、参议其仪，有力者资助器具酒食，更甚者 “以相
此仪”③，无疑是南宋地方乡饮酒礼举行的另一不可忽视的因素。④若无地方士人的响
应和参与，即使有行礼之心的地方官也只能 “独抱此志，未知所遂”⑤，无法实行。

前文所述，由绍兴乡饮酒礼仪制规定中可见，绍兴乡饮酒仪制无疑更倾向于地方官府

与地方士人合作而行的仪式，表明了对地方士人群体的 “依靠”，而此正源于宋代以
来地方士人群体的不断发展。这些地方士人比较熟悉朝廷政令的发布运作方式，左右
着当地的舆论，成为有影响力的 “区域性群体”⑥。他们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关注地方
乡里事务的倾向，参与地方建设或公益活动，以开展人际关系或培养乡里声望。⑦ 绍
兴乡饮酒礼文规定中明确了对地方士人群体的 “依靠”，其中有经济资助的需要，更
有对其熟悉乡里、左右地方舆论能力的借助。事实上， 《宋史》列传中记载龚茂良、

仇悆、赵必愿、洪天锡、孙子秀、魏了翁等于任职之地举行乡饮酒礼，其地区在宋代

411 中 国 史 研 究 2011 年第 2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宋］ 李昴英: 《文溪集》 (文渊阁 《四库全书》本) 卷一 《广帅方右史行乡饮酒记》: 淳祐四年，方
大琮于广南行乡饮酒礼，宾佐与士人商讨礼文有与 “《仪礼》颇不合”者，方大琮曰 “吾从周”。于是
议始定。
［宋］ 刘宰: 《漫塘集》 (文渊阁 《四库全书》本) 卷一九 《乡饮酒仪序》: 嘉定九年，金坛县令王君
欲行乡饮酒礼，谓诸生云: “乡饮礼废久矣，古典虽难尽循，开元、绍兴之制率近人情，盍酌其中，以
元日行之。”
［宋］ 孙应时 《烛湖集》卷一○ 《余姚乡饮酒仪序》: 嘉泰中，余姚县行乡饮酒礼，其时古礼今制皆无
存，借助 “熟其旧闻”的邑士莫叔亢 “以相此仪”，其礼乃得行。

关于唐宋时期地方官群体社会教化意识增强、地方士人群体发展与乡饮酒礼实际推行的关系，可具体
参见拙文 《乡饮酒礼与唐宋地方社会》 ( 《社会科学辑刊》2010 年第 4 期)。

胡石壁: 《勉寓公举行乡饮酒礼为乡闾倡》，《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 《人伦门》，北京，中华书局，
1987 年，第 395—397 页。

吴宗国主编: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236、262 页。

黄宽重 《宋代的家族与社会》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 年) 中指出，士人或家族透过领导或
与人合作的方式，参与地方建设或公益活动，以开展人际关系或培养乡里声望，奠定经济与教育基础

一样，是稳固、扩展或防止家族在竞争中失败的重要考虑和策略。诚然，人们参与任何活动或扮演任
何角色，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彰显社会地位与影响力的功利倾向。不过，这只是一个面相而已; 不能因
此忽视知识分子回馈乡土、改造社会等更纯然的本质 (第 242 页)。



多属文教兴盛、儒风浓郁之地。① 尤其明州能够多次举行乡饮酒礼，② 除了诸任郡守
的努力之外，其地文化发达，儒风盛行，地方士人及其家族的积极参与，无疑是重要

的基础。通过乡饮酒之仪式，地方长官、属僚及地方高德之士、地方士人共同列位其
中，仕与未仕者皆排列其间，少长序拜以齿，在主献宾酬、序拜宴饮之间，建构起了
本地士人群体的关系网络，地方士人的 “乡党”感觉、“共属”意识不断增强。③地方
士人群体及其家族之间加强彼此之间的情谊和信赖，形成 “地缘”同乡的共识。

绍兴乡饮酒仪颁行，以明州仪制作为依据。按 《宝庆四明志》卷二载: 明州旧
制岁之元日或冬至日行礼，则绍兴乡饮仪制极有可能就是行于元日或冬至之日④。今
考南宋地方举行乡饮酒的事例，其时间并不限于冬至之日或元日，亦有行于它月者;

且有 “因事行礼”的例子，或新学落成，或扩修学校，或修成贡院; 亦有旌乡先生、

饯行贤官长等因事而行者。⑤ 南宋乡饮酒礼仪式举行地点，除了学校之外，还有行于
贡院者。⑥ 据文献记载对行礼盛况的评价，或云 “合邑之士，无少长咸在，可不谓盛
乎”，或云会者千人，或云 “观者如堵，嗟咨欢忻，喜王化之复行”，或有云 “六邑
风动”，或有云 “盍簪酬酢者三千余人”等等。这些记载或许尽有溢美、夸张之处，

但是，以守令为主导的、以地方士人群体为主体的乡饮酒礼，已经成为南宋地方社会
的儒林盛事，却应当无疑。

宋人谢维新曾言及: “南渡中兴之后，庶事虽草劫而于乡饮之仪亦不敢废。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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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日〕山口智哉 《南宋乡饮酒礼考》 (收入刘海峰主编 《科举制的终结与科举学的兴起》，第 238—253

页) 根据地方志和文集史料，将明州以外的南宋乡饮酒礼事例，进行列表分析，全部 32 例中，举行事
例依次为两浙东路 (18 例)、两浙西路 (6 例)、福建路 (3 例)、江南东路 (2 例)，此外还有淮南东
路、成都府路、广南东路 (各 1 例)。

申万里 《宋元乡饮酒礼》认为，四明是宋代商品经济和海外贸易发达的地区，经济基础雄厚。同时这
一地区也是南宋文化发达地区，儒士数量多，儒学教育发达，因此能基本保证乡饮酒礼的举行。黄宽
重 《宋代的家族与社会》考察宋代四明家族之际，曾指出，南宋时期乡饮酒礼举行，明州能够最早恢
复其礼，并举行最久，历任郡守的知文守节，固然是重要的因素，但是要持续举行，形成一种文化传

统，像王伯庠、汪大猷、何炳、陈卓等四明望族，率领乡人积极参与活动，贡献才力，无疑是更重要
的推动力 (第 154 页)。
〔日〕山口智哉 《宋代乡饮酒礼考———礼仪空间としてみた人的结合の 〈场〉》 (载广岛史学研究会:
《史学研究》241，2003 年) 认为，原为交流 “场”的乡饮酒礼，形成了宋时作为讲学等学术交流
“场”的土壤。《南宋乡饮酒礼考》认为，南宋乡饮酒礼，不仅仅是以学校成员为对象，也定位为地方
士大夫的集会。“明州乡饮酒礼在地方学校举行，但是仪礼体现出来的秩序的空间确实是 ‘乡里 (所
生)’，不分有官无官的地方士大夫在这个场所中按年龄确认秩序，意识到 ‘乡党’伙伴的感觉”。这
种仪式是按照年龄确认秩序，“提高共属意识”。

绍兴十九年至绍兴二十六年之间行乡饮取士之法，则其乡饮酒礼当行于解试之前。
［宋］ 孙应时 《烛湖集》卷一○ 《余姚乡饮酒仪序》载: 乾道间余姚 “乡先生叶君汝士仕而归老，邦
人高之，请于大夫，特举是礼以宾之”。其后，嘉泰中又因知县常褚、赵善湘先后满秩离任，皆行其礼、

饯于学。
［宋］ 郑瑶、方仁荣撰: 《景定严州续志》 (文渊阁 《四库全书》本) 卷三载，嘉定十一年，严州知州
郑之悌行乡饮酒礼于贡院，会者千余人。



以尊尊老老人心之所同，不如是则无以示天下入孝出弟之教。”① 其言正反映了在南
宋政权不断面临外来压力之际，对乡饮酒礼明长幼之序、稳定基层社会功能的重视。

由于地方官的策划主导以及地方士人群体的积极参与，南宋乡饮酒礼在地方的遵行情

况明显好于唐代以及北宋。以尊德尚齿为主旨的乡饮酒礼，无疑已成为南宋社会中公
认和推崇的彰显礼仪教化、维系社会秩序的仪式，或者说是一种象征。

礼仪的发展是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复古与适时是矛盾结合体。正是在复古与适
时的相互作用中，古代礼仪传统延续下来。唐宋乡饮酒礼的发展演变过程，也正是一
个复古与适时综合作用的过程。由于科举制度的发展，乡饮酒礼的 “宾贡”职能凸
显，从而一度独专乡饮酒礼之称号。随着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宾贡”仪式渐趋
演变成为科举制的配套仪式 “鹿鸣宴”，逐渐从乡饮酒礼的概念中剥离出去，而乡饮
酒的涵义明确固定为以基层社会的尊德尚齿为主旨的礼仪仪式。也正是在此过程中，

乡饮酒从古礼经典正式进入官方礼典，并发展演变成为一种为地方社会所关注的具有

象征意义的地方儒林盛事，成为标志和带动地方礼仪教化、文化风气的仪式。由唐至
宋，朝廷对乡饮酒礼教化乡里、尊德尚齿功效的关注渐趋增强，正是源于朝廷对基层
社会礼仪教化、社会控制加强的需要。这也正是我们试图从长时段 “过程”动态地
剖析乡饮酒礼的变化轨迹之时，需要关注的内容。

2009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唐宋变革视野下的宋代礼制研究”阶段
成果。项目编号: 09CZS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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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 谢维新编: 《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外集》卷二 《乡饮酒》，文渊阁 《四库全书》本。


